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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的纷争已有百余年历史，对待“仁义礼智信”也必然是见仁见智。在20世纪的前八十

年，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一直是被否定、批判、打倒和革命的对象。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尤其是1992年中国

确定走自己的路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，文化发展战略从“革命”转向了建设，以往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

与道德的习惯思维定势，也随着发生了重大转变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有糟粕也有精华，而精华多于糟粕；

对待传统文化与道德要坚持批判与继承，而批判是手段，继承是目的，两者不能颠倒；对待本民族的文化不能“革

命”，只能建设等等，这些新的文化思维正在被国人所接纳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讨论“仁义礼智信”，就容易心平气

和与客观公正。在此，仅从“仁义礼智信”与建构共同价值观的向度，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，以求指正。 

   必须用历史发展观对待“仁义礼智信” 

两千五百年前，孔子提出过做人的三个标准，即智、仁、勇“三达德”，是“智者不惑、仁者不忧、勇者不惧”。然

而，孔子有生之年，为之奋斗的伦理道德，是“礼”。 

   从公元前21世纪，就有了原始礼仪。周代以礼乐治天下，“周礼”的建设与发展前后八百余年。早于孔子百余年

的齐国管仲，提出“四维”即“礼、义、廉、耻”，以礼为首，这些都是孔子所直接继承的伦理智慧。可见，以孔子

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是对中华伦理智慧的继承与发展。 

   孔子一生从礼、崇礼，对礼的建设有重要的理论贡献，以至对后世中华礼仪之邦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。 

   孔子，幼年“入太庙，每事问”。后来他“入周问礼”，“吾从周”。 

孔子，面对“礼崩乐坏”，提出了“克己复礼”和“礼失而求诸野”。 

   孔子提出“富而好礼”和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，指出了礼的产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联系，而且凸现了礼的社

会价值，礼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和谐。 

孔子认为“不学礼，无以立”，学礼，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文明之根。 

孔子的“六艺”：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，将礼置于首要地位。 

孔子强调学生要“博文约礼”，用礼的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，并且能够达到“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

非礼勿动”的境界。他认为一个人能够用礼来约束或规范自己的言行之时，他也就很自然地遵守纪律和法律，这就是

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”。 

孔子，提出了“仁”，但在他一生所推行的道德是“礼”，也就是说，“仁”并没有成为当时人们共识与实践的道德

规范。然而，孔子在“仁”与“礼”的关系上，确有重要贡献，他的“内仁外礼”说，“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”，

将“礼”融入“仁”中，使人的情感成为“循礼”的内在动因。这种外在与内在的和谐、内化与外化的统一，是孔子

对礼的理论升华的突出贡献，成为中国建设“礼仪之邦”的理论依据，为当今礼的教育与礼的建设提供了参照。 

   孟子提出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“四德”，是对儒家伦理的新整合。其中，以“仁”为首，“义”为次，“礼”从

首位降到第三，“智”也从孔子“三达德”之首，退居到末位。 

汉代董仲舒，在孟子“四德”的基础上增加“信”德，表明当时“信”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生活准则和社会发展需要。

从此，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推为“五常”，成为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，它将儒家伦理推向了新高度，并统领

我国伦理道德教化与建设两千年。 

虽然，汉代“五常”是被官方认定、推向社会并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。但是自汉至唐，先后提出以“孝”治国，推行

“举孝廉”的“吏制”，“孝”与“廉”这两种道德规范日益受到新的关注。因此，到了宋代，又有了“八德”：

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，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“四维”，去掉了“仁”，增加了“孝”、“悌”

与“忠”，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，“家”乃国之基。有了纵向的“父慈子孝”，又有了横向的“兄友弟恭”，建构一

个纵横交错的家庭伦理十字架，就可实现“家和万事兴”。宋代从“家”与“国”的辩证关系上，突出“孝悌”，并



将其置于“忠信”的前面，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创造。这“八德”是宋代对中华道德的新建构，是对儒家伦理、中华道

德的新发展，它一直影响到明清，以致影响到朝鲜、韩国等东亚各国。 

   从清末到民初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都认为，道德是中国之长项，

只要推陈出新，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。 

   梁启超等维新派，试图以“孝、悌、忠、信”这“四德”为基础，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，建构中国新道德。孙

中山、蔡元培等提出了“忠、孝、仁、爱、信、义、和、平”新“八德”，这是“中体西用”、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

的杰作。新“八德”，调整了“孝”与“忠”，“家”与“国”的位置，表明民族和国家观念，高于家族的观念，既

是对古人“教孝即教忠”的继承，也适应了现代“国家至上”的价值观。 

   孙中山立足中国、面对世界，将“忠”，也就是将忠于祖国、忠于人民放在首位，建构“以国为本”的中华伦理

道德观，是顺乎历史潮流，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。新“八德”再次强调“仁”并加入了“爱”，将两者相连，

既突出了儒家的“仁爱”，又体现了现代社会的“博爱”。国民党在“八德”的基础上，加上了“礼义廉耻”，统称

“四维八德”，在台湾沿用至今。 

中华道德发展的历程表明： 

   以孟子“五伦”为标志，形成了“以人为本”的伦理道德观。 

宋代以“八德”为标志，形成了“以家为本”的伦理道德观， 

孙中山以新“八德”为标志，形成了“以国为本”的伦理道德观。 

这“三个为本”经历了三千年。分别成为不同时期道德教化的着重点，反映了不同时代及其发展对道德发展的必然要

求。道德是历史的产物，又推动历史的不断进步。 

   而今，中国又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提出了“以人为本”的思想。“人”、“家”、“国”，这“三个为本”在当代

的辩证统一，必将对反映当今人际关系的新伦理、新道德，做出新的概括，从而建构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，在

新的千年推动中华道德有个新的发展。 

   历史进程表明，道德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，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化，这种变化既有基本

道德规范数量的增减，也包括每个道德规范在不同历史时期自身内涵的丰富与发展。 

   一些恒久不变的道德规范，是由人类社会生活长久不变的内容决定的，即使这些似乎“千古不变”、相对稳定的

道德规范，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自己的内涵。因此，每个历史时代的中国人，都有继承前人道德智慧的责

任，又有“推陈出新”发展中华道德的义务。 

   每个时代的道德规范，都是当时占统治地位思想意识的内核，既有时代的需要性，也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。因

此，对待中华传统道德，既要考察其各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，更要重视其跨越时空和超越偏见的历史普遍性。我们长

期以来对于以“五常”为代表的中华传统道德，进行阶级分析、大加批判和全盘否定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，如今，应

在反思的基础上，更多地着眼于继承弘扬中华文化精华，复兴中华文化，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，进行新的思考与创

新。 

  “仁义礼智信”与中国核心价值观 

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核心价值观 

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核心价值观，也就是不能没有核心道德，因为它是治国安邦之纲。两千余年中华道德发展历史表

明，具有跨越时空、超越偏见的核心道德，就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，因而，道德建设与发展的实质，就是核心价值的

建设与发展。 

  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，如何从众多中华传统美德当中，精选和确定一些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，易

于青少年所接受，又能成为易记利行、人人皆知、“化民成俗”的美德，是一项重要历史任务。 

   古今中外，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，其背后都是核心道德或是核心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。所有强势文化对弱

势文化的冲击与取代，都是核心道德或是核心价值观的冲击与取代。 

   我国历史上形成的核心道德，就是中国和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。“仁义礼智信”作为常“道”，在我国两千多年

来的历史进程中，担当了中华民族核心道德的功能，它是我国传统道德之纲，它牵动、影响和辐射着整个社会道德规

范体系，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。 

这五个核心道德，对于确定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路向，锤炼民族性格，培育中华精神，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。正是由于

中华精神的力量，支撑中华民族才能长存不亡，衰而复兴，在多灾多难中始终奋进不止。 

   因此，研究以“仁义礼智信”为内容，建构当代国家共同价值观，值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。 

“仁义礼智信”的内涵要现代转化 



党和政府要组织力量开展研究，对“仁义礼智信”逐个赋予新的时代内涵，作为建构国家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一种参

照。 

  这里仅以“仁”为例。 

“仁”与“以人为本”有内在联系。 

“仁者，爱人”，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“以人为本”的人道主义、人文精神的体现。 

“仁”是人所以为人的道理，是人性的体现。 

“仁”是人类的爱心，是关心人、体谅人、照顾人、包容人。 

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，肯定会有良好品德和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一定会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。 

早在抗战时期，我党就对承扬“仁义”二德，赋予了新的内涵：“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，处理关系于大

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。” 

而今，党和政府提出的“以人为本”，胡锦涛同志主张的"情为民所系，权为民所用，利为民所谋“等等，都是仁德

之体现。 

参照“仁义礼智信”建构国家共同价值观 

“仁义礼智信”曾经是韩国的治国之纲。至今，它还展现在汉城（首尔）的主要建筑上。汉城的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座

城门，各自名称如下：东大门是“兴仁门”、西大门是“敦义门”、南大门是“崇礼门”、北大门是“弘智门”，韩

国的“仁义礼智”正是孟子“四德”。独具匠心的是，建筑在汉城市中心的“钟楼”，被誉名为“普信阁”，这

“信”与“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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